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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载，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

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

地”。①地图是人类对自身所处地理世界的“再现”，

也是古人疆域观的体现，②而方位是地图绘制必须考

量的要素，如西晋时期裴秀所谓“制图六体”中就有

“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③清康熙年间，胡渭在诠

释“制图六体”时进一步说明：“准望者，辨方正位，某

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④就呈现明清时期整

个中国沿海的海图而言，海图方位存在“海上陆下”

与“海下陆上”两种，⑤今人很早就关注到这两种非常

规的地图方位。曹婉如认为，明代大量出现的海上

陆下式海图“大约始自郑若曾”。⑥李孝聪提出，“地

图中陆地在上是从船上望向陆地，服务于沿海航行；

海洋在上则用于在陆地上观察，以备海防，完全依据

使用者需要观察的方向来绘制和区分”。⑦孙靖国在

讨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江防海防图》时认为，“沿

海部分，则海岸总是位于图卷的上方，海洋总是位于

图卷的下方，反映绘图人是从行船的视角向岸上眺

望”。⑧类似地，任昳霏基于对古代海防图、航海图、

海疆图及其他专题海图的研究，从古人的海洋观念

出发，认为在方位上，航海图不拘形式，海防图几乎

固定遵循“海上陆下”视角；而清代海疆图上“既有海

防信息，又有航海信息”，普遍遵循“海下陆上”视角，

是航海者视角，反映了一种开放的海洋观。⑨上述学

者对海图选取何种方位的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也在

清代一些海防图中得到证实，⑩但仍不能解释所有海

图图式。

笔者以为，海图方位在清中期和清后期各经历

了一次转变。已有研究由于没有综合考虑古海图

的装帧形式、阅读顺序及明清易代等诸多因素，对海

图方位的认识往往只专注某一方面，因此对海图方

位及其转变的解释难免出现左支右绌的尴尬局面，

无法全面揭示历史事实。本文拟从古海图定义及分

类入手，试图揭示明清海图方位转变与时局的联系，

进而探讨其中蕴含的时人制图观、疆域观等转变，以

期方家指正。

一、古海图的定义及分类

现代海图是有明确定义的专题性地图，其制作、

分类也有明确标准。海图的用途和内容是最基本的

分类依据，楼锡淳、朱鉴秋对此进行过详细论述。

相对而言，古海图此前并无明确定义，有学者提出以

海图绘制实现标准化的 1929年为界，泛称此前绘制

的海图为古海图。1929年，民国政府海军部公布

《海军部海道测量局暂行条例》，自此中国水道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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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由海军部直属的海道测量局主持，这是中国海

图绘制标准化的开始。明代以前的海图多只见于

文字记载，很少有实图遗存，而1912-1929年的海图

绘制仍多沿袭清代。因此，本文讨论的古海图主要

指明清两朝绘制的海图，从区域范围而言，主要覆盖

当时中国沿海全部或绝大部分海域。此外，为叙述

方便，本文多借用明清时期的常用术语，如明代“万

里海防图”、清代“沿海全图”等。

如前所述，前人分析海图方位多从其功用入手，

本文对此稍作说明。一幅古海图往往兼具航海、海

防等多种用途，不像现代海图一样具有明确的分类

标准，可以进行整齐划一的分类。目前地图史学界

对明清古海图的分类，大多以用途为依据。如钟铁

军细致梳理了明清沿海舆图的谱系类型，认为现存

明代海图主要分为海防图和航海图两类，清代海图

在类型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王庸认为，“古代这

种土地疆域之图和兵事地图，是否是一个来源，还是

来源各别。我们用由今推古的办法来测度，大概是

同出一源的。有些军事上应用的地图，至多根据这

种地图改画，以应特殊需要而已”。这一论点同样

适用于我国的海疆图(沿海舆图)与海防图，亦说明海

图功用之多样性。

以清代皇家舆图目录《萝图荟萃》正、续编中“江

海”类舆图为例，属于海图类的共有35件，按用途初

步分为“航海”、“海防”、“海疆”、“海塘”四类。但这

仅是基于图名的初步划分，实际使用又是另一番景

象。最典型的就是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系列海图，

包括《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

《澎湖图》《琼州图》。其中《沿海全图》描绘的是中国

沿海七省海疆，篇幅最大，内容最丰，采取“海下陆

上”绘法，是本文主要讨论对象。《海国闻见录》系

列海图是清代绘制与刊刻版本最多、流布最广的海

图作品，陈伦炯海图谱系因此成为清中期海疆舆图

的代表。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阐明绘图目的

为“志圣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于不忘”，“使任海疆者

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

“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其中无疑包括海防目

的，因此有学者视其为海防图，但该系列图其实并

非仅用于海防。《四库全书》将《海国闻见录》归于“史

部地理类外纪”，在提要中称“是书主于记海道，不主

于考故实”，未提及其与海防的关联。更直观的例

子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邵廷烈校刻的《七省沿海全

图》。经前人研究，该图为陈伦炯《沿海全图》仿本，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中，可见水师要塞等海

防信息，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黄彭年批校本较前

者增绘了水道里程等海运信息，说明经过摹绘再版

后，该图已具备多种用途。因此，我们无法仅从功用

角度对古海图类型作严格区分，相应地，仅以功用出

发讨论古海图方位也是不够全面的。

二、清中期海图方位的转变

尽管古海图绘制缺乏统一标准，但现存绝大多

数明代沿海全图都采用“海上陆下”的绘法，且多与

海防有关，如《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与《海

防一览图》、《筹海重编》系列海图及《乾坤一统海防

全图》。在此类海图中，整个中国海岸被绘为一字

型长线。以《海防一览图》为例，该图为木刻本，共 6
页12面，自广东至辽东，每幅图面上方均标有“正南

向”、“东南向”、“正东向”等方位，读者需要“移步换

景”，但总的来看，全图仍以海为上。《万里海防图》共

72页，同样自广东至辽东，但构图更为详细，并取消

了单幅图面上的方位标注，“海上陆下”特征更加明

显。至于为什么采取这一绘法，郑若曾在《图式辨》

中给出解释：“古今图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

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夏外夷，万古不易之大分

也”。其依据之一是《春秋公羊传》所述：“春秋，内

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空间格局与“夷

夏”对立相结合是明代地理书中的主旋律。然而郑

若曾的这段论述值得进一步考量，因为他还谈到，

“有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

下者，其是非莫辨”，表明郑若曾之前的海图，“海上

陆下”与“海下陆上”兼而有之。其后也存在少量“海

下陆上”式海图，但就《郑开阳杂著》及《筹海图编》

中的海图来说，郑若曾的确赋予“海上陆下”式海图

以范式意义。清前期仍可见到明代“万里海防图”仿

本，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庋藏的《万里海防图说》，又如

摹绘于雍正年间、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筹海全

图》。此外，雍正《广东通志·广东海防图》与乾隆《福

建通志·福建海岛全图》均为“海上陆下”式海图。

··83



明 清 史 2024.3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到乾隆朝，海图绘制领域开始广泛出现对以往

“海上陆下”式海图的“逆反”，以前述陈伦炯于《海国

闻见录》中绘制的《沿海全图》为代表。该图稿本成

于雍正八年(1730)，广泛刊刻于乾隆年间，此后嘉庆、

道光、光绪年间多次刊行。清末，朱正元在回顾中国

海图发展历程时指出，“绘海不自西人始也，远者姑

勿论，其粗疏而不切形势者亦不足道。乾隆间，提督

陈伦炯尝以舟师之所经历，手绘为图，艺虽未精，实

括大势，论者多之”。朱正元一方面肯定陈伦炯海

图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以为陈伦炯海图产生

于乾隆朝，而非事实上的雍正朝。这是中国海图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同样采取沿海一字

型的长卷式构图，图上没有像明代海防图一样标绘

众多的烽堠、卫所，方位变为“海下陆上”。遗憾的

是，陈伦炯没有像郑若曾一样留下关于“图式”的辨

释，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探究这一转变是否为偶然。

事实上，除了部分沿海全图方位发生变化外，清

中后期部分方志中的区域海图方位也较清前期有所

变化。如康熙《江南通志》中《江南境内沿海各汛图》

采取“海上陆下”的绘法，但是乾隆《江南通志》收录的

《海防图》却截然不同。类似地，雍正《广东通志》与道

光《广东通志》中的《海防图》也先后采取“海上陆下”

和“海下陆上”的方位。此外，浙江与福建两省通志中

同样出现海防图绘制样式先后有别的情况，具体见

下表。尽管此处东南四省通志中的海图只是区域海

图，但亦可看作沿海全图的组成部分，方位变化也都

发生在陈伦炯《沿海全图》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时代共性，反映出当时海图绘制方位变化的趋势。

以上海图方位和前人关于海防图遵循“海上陆

下”的观点相冲突，既然清中后期的海防图并不完全

遵循“海上陆下”的范式，说明郑若曾“内夏外夷”的

观点在清代并不通用，后世海图也并不均奉此为圭

臬。清前期对明代海防图图式的模仿可以视作传统

的延续，与日本学者海野一隆所提传世地图具有的

“旧态隐存”特点相符，而清中后期“海下陆上”海图

的出现则需要新的解释。

明清时期部分海图方位表

时间

明

明

明

清乾隆

清乾隆

清道光

清光绪

清康熙

清乾隆

清康熙

清乾隆

清雍正

清道光

图名

《万里海防图》

《沿海山沙图》

《海不扬波》

《沿海全图》

《海疆洋界形势图》

《各省沿海口隘全图》

《七省沿海全图》

《江南通志》江南境内沿海各汛图

《江南通志》海防图

《浙江通志》海防图

《福建通志》福建海岛全图

《广东通志》广东海防图

《广东通志》海防图

装式

刻本12页24面
刻本72页144面
长卷30.5cm×2081cm
刻本17页34面
长卷32cm×894cm
长卷31cm×773cm
长卷33cm×777cm
刻本4页8面
刻本4页8面
刻本3页6面
刻本11页21面
刻本16页32面
刻本20页40面

方位

海上陆下

海上陆下

海上陆下

海下陆上

海下陆上

海下陆上

海下陆上

海上陆下

海下陆上

海上陆下

海上陆下

海上陆下

海下陆上

范围

七省

七省

七省

七省

七省

七省

七省

江南

江南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东

三、长卷与海疆秩序

如前所述，以陈伦炯《沿海全图》及其谱系图为

代表，清中期出现一系列“海下陆上”海图，如果我们

跳出郑若曾的解释，重新面对古海图，会发现以往学

者大多只注意纵向上界限分明的海与陆，而忽视海

图在横向上的变化，这首先源于读图者对地图装帧

方式的忽视。

我国海岸线蜿蜒曲折，大体呈南北走向，在描绘

一府或一县的海疆时，通常单幅图面就可以呈现全

部要素；而当对象是沿海七省时，单幅图面往往无法

胜任，长卷或手卷式的装帧方式则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长卷横向构图，高度很窄而长度极长，制作及欣

赏时需逐渐展开，将其与立轴、册页、壁画、屏风等区

别开来。长卷展现的是由多幅画面组成的连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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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观者在浏览长卷时只能看某一段，而不能像观览

立轴或壁画一般一览全貌。由于绘制时采用透视技

法，姚伯岳将这类传统卷轴装图画的透视方式形象

地称为“移点透视”。长卷具备的这些特征无疑更

适合绘制中国万里海疆。

现存长卷式装帧的明清海图，主要有卷轴装、经

折装及线装书册三类。从历史发展轨迹看，经折装、

线装书册都是从卷轴装发展而来。虽然长卷本《海

不扬波》与线装本《沿海山沙图》装式不同，但绘法近

乎一致。长卷用于海图绘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

海岸线两侧丰富的信息，并以类似山水画的画法将

沿海景观手绘于卷轴之上，从而具备观赏性。金保

彝在摹绘《七省沿海全图》时提及，“此卷为赤城洪氏

家藏，同郡杨君仲甫得其稿以示余。其中沿海七省

形势险要，以及舟舶出入停泊之所，无不详载，历历

如掌上观螺，诚防海之津梁，而于南北梯航来往，亦

可藉为指南。余因亟为摹出，与《筹海备要》一书共

相参看，不特为图书之珍玩已也”。该图一度作为

“珍玩”，是线装书册无法达到的，线装式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图面的观赏性，却使图面内容更广泛地传

播。经折装册页的观赏性与传播性则均介于长卷与

线装书册之间。

不过同样的图面内容却可以通过不同的装式呈

现。仍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为

例：陈伦炯最初于雍正八年绘成的稿本至今下落不

明，但留存至今的既有线装本，也有长卷和经折装册

页摹绘本，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七省沿海图》与《海

疆洋界形势全图》都是长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道

光壬寅年(1842)摹绘本《南北沿海全图》则为经折装

册页，卷首称“林少穆先生藏有《南北沿海全图》长

卷，从其借观，因照绘一分，命工装成册页，庶便于省

览焉”，可知该册页由长卷转绘而成。

读者在阅览明清刻本文献中的海图时，由于连

续的图面被分割，无法充分感受“左右”在图面中的

重要性；但在阅览海图长卷时，目光是横向移动的，

“自右而左”的图面次序变得更为直观和重要，甚至

重于图面上下的“远近”。收录于《武备志》的《郑和

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沿海长卷式航海图，该图

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

图》，图题对应图上“自右向左”的航行线路。对于

该图采取的方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评价道：“盖

阉尹不识图史，柁工、舟师，纡折行驶，以其舟行所至

之先后为图地之方位。”

其次，起点在横向展开的沿海全图中尤为重

要。在“海上陆下”式海图上，如明刻本《筹海图编》

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各地编排依次为广东、福

建、浙江、直隶(江苏)、山东、辽阳(辽东)。而在清代出

现的“海下陆上”式沿海全图中，图上沿海省区排列

正好相反，自右而左依次为盛京(辽东)、直隶、山东、

江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对应的文字叙述亦依

次呈现。海图方位“以陆为上”，就意味着读图时沿

海疆域由北而南，“以海为上”者则相反。在地理大

势上，我国海域大体处于陆地东方，选取“陆上”或

“海上”，在长卷图中就分别变成或以盛京(辽东)，或
以广东为绘制起点的顺序。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自序”称，“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

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表明他在编纂图

志时是按沿海形势次第展开，其中《天下沿海形势

录》叙述沿海形势大体由北而南。乾隆九年，彭启丰

为《海国闻见录》作序称，“其形势则起辽左，达登莱，

下迨江浙闽广”。笔者认为，清代海疆图籍以盛京

为起始，与朝代更替及海防形势变化有关。

郑若曾依据“画家远近之法”，确定了“内夏外

夷”—“海上陆下”的对应关系，那么广东自然就成为

明代沿海全图的绘制起点，与当时海防著述从广东

开始叙述疆域相呼应。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称：

“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

略，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邓钟在重辑

《筹海重编》时言：“编中先广东次福建次浙直者，从

万里海图自南而北也。”《海防图论》“小引”称：“自

岭南至福浙迄吴淮登莱抵辽左，计里辨方八千五百

余里，沿海山沙险扼延袤之数一一如指掌。”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海防总论》论述沿海形势称，

“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

此类叙述在清初仍然可见。明代万里海防图

“海上陆下”，以广东为起点，与明中期的倭乱有

关。清初则不然，当时海疆最大的隐患是盘踞台湾

的郑氏集团，虽然也在南方，但与倭乱不同，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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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问题。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次年

即开海禁，海疆自此进入较长时间的和平期。时局

转换，新型沿海全图也在酝酿之中，如康熙帝所言，

“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清初典章中尚

未明确海图绘制准则，因而海图范式历经康雍乾三

朝方才确立。陈伦炯之父陈昂参与平台，陈伦炯幼

时也受康熙帝教导，其海图稿本成于雍正年间，大规

模刊行则在乾隆朝。乾隆帝晚年说：“古之海防以御

外寇，故明郑氏《海防全图》袤延万里，多讲戍守之

方。今中外大同，鹿耳鸡笼久已内属，茭塘沙湾诸盗

薮亦全就廓清，所防者，莠民之出洋窃掠而已。”这

种观点相应体现在当时的海疆图说中，如乾隆年间

成书的《山东海疆图记》“凡例”中称：“旧时诸志中皆

列海防一门，予谓海防一名盖为明时御倭而设，今当

海不扬波之盛世，既合中外而为一家，尚复何事于

防。”清中期《海疆洋界形势图》“引”首有言：“旧有

《海防通志》《筹海图编》等书，乃前朝专言备倭之略，

匪特卷帙繁琐，抑且时世互殊，今则皇舆整肃，海宇

澄清。”海不扬波的时代背景，使得明代的“华夷”之

分不再是清人主要的关注点。

明清鼎革后，中国沿海疆域政区存在两个显著

变化，分别是尊奉盛京以及在东南地区的台湾设

府。天顺《大明一统志》中，辽东都指挥使司置于山

东布政司条目之末；该书的《山东地理之图》将辽东

和山东绘于同一幅面。明末陈组绶绘制的《皇明职

方地图·山东地图》中注：“山东为二圣文字道学之

宗，圣祖分土，以辽东属焉……故图山东不可不连二

辽，遵祖制也。”而到了清代，辽东地位迅速提升。

《大清一统志》载：“(天命)十年自东京迁沈阳，定都于

此。太宗文皇帝底定全辽，天聪八年，尊为盛京……

世祖章皇帝统御六合，定鼎京师，以盛京为留都。”

此后皇帝东巡更强化了盛京在文化、礼仪层面的地

位。在东南海防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辽东作为满人

发祥地备受重视，于是，从盛京开始描述万里海疆的

做法逐渐占了上风，有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的《防海

备览》为证，作者薛传源称：

向来论海防者，俱自广东而起，次福建，次浙江，

次江南，次山东，次辽东。我朝奉辽东为盛京，以其

为发祥重地，故此书论要害，先盛京而下及诸省，重

陪京也。

另如邵廷烈校刻本《七省沿海全图》也在“题跋”中

称：“至中华所属边海界共七省，起辽左盛京，东南盘

旋转山东至广省，南向转西而抵安阯，以天度分得二

十七度有零之界也。”朱逢甲《沿海形势论》称：“论中

国之地，东南滨海，凡一万有余里，滨海之省七，东北

曰奉天、曰直隶，正东曰山东、曰江南、曰浙江，东南

曰福建，正南曰广东是也。”又如华湛恩在《防海形势

考》中称：“甚矣，海之未易言防也，自辽左以至粤之

乐会，濒海之区，计凡一万四千里。”齐召南《水道提

纲·海》亦始自东北：“海为百川之汇，自鸭绿江口，西

襟盛京南、京师、直隶东南，又南襟山东之北而东”。

华世芳《沿海形势论》把中国沿海分为三大海域，也

始自北海：“沿海大局宜分三路，燕齐一路为北海，江

浙一路为东海，闽广一路为南海。”

清中期以后，以陈伦炯《沿海全图》为代表的“海

下陆上”式沿海图卷首自辽东盛京始，为后人海图绘

制树立了新典范。盛京地位提升在清代地理志书及

分省分府舆地图中的体现，便是其位次仅在直隶(京
师)之下。到了清末，类似海防险要的著述更是多

见，起止顺序均为由北而南。

此外，清中后期在漕粮海运背景下绘制的诸多

海运图，也可作为分析海图方向转变的又一旁证。

道光朝前后，高培源《江南至天津海道图》、施彦士

《海运总图》、《江海全图》、《海运全图》等诸多覆

盖浙江以北的中国沿海海运图中，其方位既有“海上

陆下”，亦有“海下陆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

属道光六年江苏巡抚陶澍在《进陈海运图说事》中所

绘《海运图》，方位即为“海下陆上”。其后咸丰、同

治两朝编纂的海运全案中的海运图，均照此图式绘

制。陶澍选择“海下陆上”式并非随机，经陶澍、林

则徐阅订的《重浚江南水利全书》，在卷首《江苏水利

全书图说》首条“水利全书绘图例略”即称：

乾隆五十一年，廷寄湖广总督《武陵白沙堤工图

样》南北倒置，不便阅看，嗣后勿再舛错。故近今《续

修行水金鉴》中各图皆南向观之，《海运全案》所绘

《吴淞江图》亦同，今此书绘列之图悉用是例。

文中提到江南水利全书中地图方位的选取，正是基

于乾隆帝的读图习惯。亦可推知，陶澍在绘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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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图》时，也会审慎考虑两种方位的差异，选择卷首

自辽东始，观览顺序自北而南，可使道光皇帝无可

挑剔。

由此可见，影响明清两朝沿海全图方位变化的

原因是多重的。长卷式的装帧方式决定了绘制海图

时，可供选择的方位主要有“海上陆下”与“海下陆上”，

相应地导致万里海疆叙述次序有所不同。明代沿海全

图多采取“海上陆下”式，代表的是“内夏外夷”的海

防观念。明清易代之后，沿海疆域格局发生变化。

首先是康熙年间台澎平定，倭乱亦不复现，海疆进入

较长的平静期；其次是清廷在文化礼制层面尊奉盛

京。就此，海图的方位自然就变成“海下陆上”。

明清两朝帝王的“夷夏观”极不相同，深刻地影

响了士林阶层。虽然明人宣称“皇明一统”，但事实

上清代疆域之广远胜明代。清代帝王在树立正统观

的过程中，以疆域大一统消解明人的“夷夏观”，各类

地理志书中描述一统之盛就是重要途径。《大清一

统舆图》“图跋”云：“为图北上而南下，尊京师也，京

师为辰极，万国所会归也，准之皇极而奠为中，由是

而分偏东西，由是而判南北。”马征麟《长江图说》

“例言”云：“为图北上南下，所以尊京师。北上南下

则前东而后西，且亦禹贡扬荆之次也。”清代一统舆

图与长江图在方位选取上不约而同地考虑到尊奉京

师，实质与沿海全图方位上尊奉盛京相同，旨在呈现

清代疆域大一统的盛景。

四、从长卷到图集

上文谈到，由于难以在单幅图面内详细描绘万

里海疆，因此古人多采取长卷方式，由此形成“海上

陆下”与“海下陆上”两种样式的海图，但长卷式海图

虽具有涵盖沿海形势的优点，却无法准确体现局部

海域方位细节。这种情形在清后期发生变化，图集

作为万里海疆的另一种呈现方式被普及开来，其图

面方位与长卷式海图相比更多样化，且由盛京至广

东的海疆叙述次序也被延续下来，使得清代沿海全

图“海下陆上”的逻辑越发明晰。

海图图集的早期形式即将长卷分段刻印。康熙

年间，郑若曾六世孙郑定远在重刻《万里海防》“跋”

中称，“先是参军公尝作沿海图十有二幅……今是书

分省绘图，系以考论，自广迄辽，八千五百余里之形

势嘹然在目，较之前图，尤为详备”，该图论即采取

沿海七省分段刻印的方式，但整体方位仍为“海上陆

下”。此后，形制灵活的海图集亦有出现。题为“泽

园陈良弼识”的《水师辑要》中也有各地沿海图(陈氏

为康雍之际的水师将领)，该书《海疆总论》称：

海疆究其要者，莫甚于粤东、闽、浙三省矣。但

万里海疆，自有东西南北向之转折。若一直写去，使

观者茫然不知何方何向。故写水师之疆域，非总图

不足以知天下之形势，非分图无以辨各省之分界险

要之处所。故当合而绘之，遵照图而分晰之，则了然

明白矣……稽之古图，皆防倭患之设。为将者守堂

陛而不出门庭，长他人之志、灭自己之威，是非所论

于今日矣。以今内地十五省如(加)盛京，朝鲜、安南

十八国佐护圣朝，明良喜起，瑞祥慶(屡)见于天、波澜

静安于海，又何有惊涛逆浪之患乎!
文中表达了对以往防倭海图的不满，进而指出总图

侧重整体形势，分图侧重各省分界险要，各有所长，

书中海图分为“京东(京师二东)”、“江南”、“浙江”、

“福建”、“粤东”、“台湾”、“澎湖”7个部分，整体上构

成一套图说。相应地，海图方位的选择不再拘泥于

“海上陆下”或“海下陆上”。

此外，图集便于呈现岛屿。前文提到，康熙二十

三年台湾设府是清初沿海疆域政区两大变动之一，

这是清代沿海全图不同于明代海图的重要原因之

一。台湾岛和澎湖列岛位于福建东部，台湾岛为中

国沿海第一大岛，其与大陆之间又有宽阔的台湾海

峡，因此很难在纵向较窄的长卷中同时绘出台澎与

福建沿海地区，并保持相应的方位和比例。陈伦炯

在《海国闻见录》所附6幅地图中作了相应调整。《沿

海全图》对台湾、澎湖、琼州所处位置仅略作标绘，而

在《沿海全图》之后附上4幅详绘地图，依次是《台湾图》

《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从装帧形式上看，

它们为一长卷，但从内容看，又可以视作一套图集。

从万里海疆的呈现方式看，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系

列海图正是海图形制由长卷向图集过渡的先声。

嘉庆年间严如煜辑《洋防辑要》，以及后来俞昌

会辑《防海辑要》，均采用图集的形式描绘万里海疆，

排序依次为《直省海洋总图》《直隶盛京洋图》《山东

洋图》《江南洋图》《浙江洋图》《福建洋图》《广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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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它们并未采取长卷形式，总图方位仍为“海下陆

上”，各分图则采取“上北下南”。“自道光中海禁大开，

形势一变，海防益重。”在此背景下，时人对海图表示

距离和方位的精确性提出更高要求，而沿海长卷式

构图是以牺牲图面整体“方位道里”信息为代价的。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的海图，尤其是海防图，更多采

取由众多区域图组成的较灵活的图集形式。道光二

十一年，时任刑部左侍郎臣黄爵滋上奏道光皇帝：

臣惟海防之设所以遏内地之奸萌，杜外夷之窥

伺，非综揽全局、深明体要，不足以操成算而利永

图。我朝自康熙年间舟山、东台以次廓清，陬澨恬谧

者垂二百年，伏查海疆万余里，自奉天以迄广东……

谨就见闻所及，详加参考，钦遵内府地舆图式，一本

天度开方，汇成海疆全图，其水陆营镇以及口岸、山

险、水道分类标注，别为一表，便于省阅……谨校定

缮写，恭呈御览，伏乞圣明训示。

再，图分上、下二册，谨依海疆形势转折宽狭，用

叠幅伸缩以取定向，上册由北而南、下册由东而西，

俱系左开，合并声明，谨奏。

《海防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部分内容

曾以图集形式收录于《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并附

有说明：

上册自左至右依次绘有盛京、直隶、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等省沿海的防御情况。下册着重绘制广

东沿海的自然、人文、军事布防等情况。

可见，该图集舍弃万里海疆沿海岸线连续构图的装

帧形式，且标绘了经纬度与路程道里，将当时需重点

关注的广东沿海单独绘成一册，但黄爵滋在奏折中

仍强调图册观览顺序自盛京至广东。

尽管此前也有以图集形式展示万里海疆的例

子，但只可视作由长卷式海图被分段切割之后形成

的分图构成，这样形成的图集，方向与原长卷式海图

一致，或“海上陆下”，或“海下陆上”。随着清后期海

疆事务剧增和西方测绘方法引入，参照或摹绘西方

海图制成的新式海图集不断涌现，各分图之间不再

以海岸线而以方位为串联基准。这类新式海图集

中，首幅一般是较为简略的海疆总图，读者通过总图

可以明了沿海大势，其余为沿海各地分图，重点海区

的细节可以局部放大的形式呈现。在单幅图面上，

“上北下南”的图式成为新标准。典型者如光绪年间

完成的《畿辅通志》海防图部分，即由 1幅总图和 11
幅分图构成，均为“上北下南”式。总纂黄彭年在光

绪元年十月十四日记：“洋人贝若瑟为购海图，极精，

以校局绘海图，甚有益。”

志书海图参校西式海图，亦表明时人对海图精

度的重视。光绪十四年颁布的《大清北洋海军章程》

第3册“考校”部分明确说明：“测海绘图乃海军分内

极要事，因英国海图极精，各国取效，中国于图学一

门尚未开办，自应先取英国舆图考究。”《御览江浙闽

沿海图》作者朱正元亦称：“英国海军中所绘之本，前

年天津曾为译印……精审详确，实非中国现在人才

所能为。”可见此时精确度较高的英国海图已成为

中国官绘本海图的师法对象，北洋海军公所组织编

泽的《八省沿海全图》就是典型案例。而此时“制图

六体”中“准望”亦有了新的内涵，负责北洋海军营务

处的候补道员罗丰禄在《测绘海图议》中称：“裴氏所

谓准望，即西法所谓角度也。夫地平之经纬度、罗经

之向度，其理皆不外于角度，西法以角度括之，裴氏

以准望括之，名异而实同也。”罗丰禄认为“制图六

体”中的“准望”与西方绘图法中的“角度”等同，朱正

元也认为“准望者，测经纬度也”。而最为权威的说

法见于光绪《清会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部分：“凡

舆图，必以经纬之度定方位”。至此，东西南北分明

的经纬度图式正式成为典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世纪英国海道测量局出

版的《中国航路指南》与中国海图配套使用，在描述

中国海疆时均由南而北。在同治朝由江南制造总局

翻译馆洋员傅兰雅、金楷理口译的《海道图说》中，“凡

例”称：“海道总图自粤省沿海至盛京鸭绿江口止，边

幅过狭，地名从略，次分图稍备，又次分图较详。”

傅兰雅等人作为外籍雇员，翻译海图时并未留意海

疆起止顺序的特殊之处，但在光绪朝北洋海军翻译

出版的《八省沿海全图》中，又将起讫顺序改为自奉天

至广东。又如余宏淦所绘《新绘沿海长江险要图》中

的沿海全图及各海域分图，已经是一整套“上北下南”

式的新式海疆图集，其中沿海各地的次序是盛京、直

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及台湾。海图中由

北而南叙述海疆的次序由此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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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明清两朝都曾采取沿海岸线横向展布的长卷式

海图来呈现全域海疆，现存明代“万里海防图”几乎

都是“海上陆下”式，清前期的海图继承明代“万里海

防图”的样式，亦沿袭“海上陆下”的方位。但是，清

中期出现的以陈伦炯《沿海全图》为代表的“海下陆

上”式海图改变了这一情况。几乎同时，江南、广东

等省局部海防图或方志中的海图方位，亦出现由“海

上陆下”向“海下陆上”的转变。清后期，出现以新式

图集代替长卷展现整个海疆的趋势，海图方位随之

变为“上北下南”。

对明人而言，防倭是海疆首要任务，在受“内夏

外夷”—“内下外上”观念影响而产生的“海上陆下”

式海图中，广东自然而然位居卷首。而对清前中期

统治者而言，海疆总体上海波不扬，尤其是康雍乾三

代帝王以疆域大一统的观念逐渐消解了明人的“夷

夏观”；与此同时，地处辽东的盛京因其为满人发祥

地及留都，文化及礼仪地位皆得到极大提升。在此

背景下出现的以陈伦炯《沿海全图》为代表的“海下

陆上”式海图，以盛京作为万里海疆的起点，即符合

清廷尊奉盛京的典制；清人著述中万里海疆“自奉天

以迄广东”的描述，也是这一意志的体现。鸦片战争

以后，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对海图的精确性提出更

高要求。长卷式沿海全图以牺牲“方位道里”换取整

体上的延续性，因此图集作为万里海疆的另一种呈

现方式——以区域分图的形式呈现细部特征，开始

凸显其优势，但其方位选取较之长卷又有所不同。

海图集在清前中期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但自洋务运

动始，仿自英国海图的新式海图集以其详略得当、

“方位道里”明确、便于寻检等优点，逐步取代了传统

长卷式海图。不过虽然在单幅分图的方位上采取了

“上北下南”，但是整个海图集中各分图“自盛京至广

东”的排列次序仍未改变。

综上，本文对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及

原因进行探讨后发现，从海图方位的变化亦可反映

海图绘制的时代性及古人的疆域观，方位的变化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人对海疆认知的逐步深化。从长

时段看，“海上陆下”与“海下陆上”两种方位可视为

“东西南北”式方位体系之外的特殊形式。明代“海

上陆下”式万里海图强调“内夏外夷”，其思想源头在

于《春秋》经义中“攘夷”的一面，也侧面显现出明代

海疆行政管理的薄弱，无法充分掌控海疆。清代“海

下陆上”式沿海全图则注重海疆次序，盛京在首，台

澎居后，沿海各省内外洋的水师巡洋制度也相对完

善，折射出清代疆域大一统的盛景。倘若继续从《春

秋》经义的角度观察，清代“海下陆上”式沿海全图体

现的则是“尊王”的一面，以“尊王”压倒“攘夷”也是

清盛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晚清面临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海

疆观念和海疆经略模式，先后创设南北洋大臣与南

北洋水师，在海疆划分上体现为南北洋凌驾于沿海

各省之上，旧有的内外洋体系被逐渐取而代之。至

此，中国沿海疆域的方位认知也正式由“内外”转变

为“南北”。从海图的发展脉络看，此时面临的海疆

危机意味着海图精确程度亟待提升，而无论是“海上

陆下”还是“海下陆上”的传统长卷式海图，不仅精确

程度欠佳，也无法刻画更多的海疆地理讯息，因此南

北方向分明、细致标绘经纬度和路程道里的舆地图

逐渐成为主流。正如黄维煊在《皇朝沿海图说》自序

中所说“古之志舆地详矣，而测海者代无传书”，表

明时人已开始致力于提高海图测绘水平。清后期以

“上北下南”式的海图集描绘沿海疆域已是大势所

趋，海图方位逐渐与陆地舆图方位等同，不再具有特

殊性，反映出此时在清政府的认知中，海疆作为国家

疆域的一部分，被真正纳入“海陆一体”的格局中。

注释：

①《周礼注疏》卷10《大司徒》、卷33《职方氏》，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2、861页。

②本文所说疆域指古代“王朝实际控制的地理空间”，疆

域观具体内涵参见成一农：《中国地图学史》，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242页。

③《晋书》卷 35《裴秀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1040页。

④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6年，“禹贡图”，第122页。

⑤“方位”与“方向”都可指代东西南北等基本方位，但由

于本文讨论的海图图式包括了“海上陆下”和“海下陆上”，因

此行文采取含义更为宽泛的“方位”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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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曹婉如等

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

69-72页。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异议，参见张伟国：《明清时期

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李金强等主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

与经济》，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3-16页。

⑦李孝聪：《读解古代中国地图的“意境”》，《文明》2014年
第12期。

⑧参见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

图叙录》，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第318-323页。曹婉

如判定该图成于明中后期，孙靖国考证应在清初，二人观点均

参见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

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⑨任昳霏：《禁锢与开放的博弈——浅析古代海洋地图的

分类及海洋观》，《文津学志》编委会编：《文津学志》第 11辑，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53-363页。

⑩类似观点亦见冯明珠、林天人主编：《笔画千里—院藏

古舆图特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18页。

本文所谓方位转变指一种大的倾向性变化，由于古代

海图绘制没有标准化，也会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个例，本文主

要目的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思考方式，以加深对明

清海图方位的认识与了解。

楼锡淳、朱鉴秋编著：《海图学概论》，北京：测绘出版

社，1993年，第 1-3、17-27页。海图指“根据航海和开发海洋

等需要测制或运用各种航海资料编制的地图。包括海岸图、

港湾图、航海图、海洋总图、专用图等。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

着重表示海岸性质、海底地貌、底质、海洋水文、航海要素(如沿

岸显著目标、航路标志、航行障碍物、地磁偏差)等”(马永立等

编：《地理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613页)。
韩昭庆：《中国海图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李庆新主编：

《海洋史研究》第 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第489-505页。

《海军部海道测量局暂行条例》，杨志本主编：《中华民

国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第256-258页。

从留存数量、绘制水平、流通程度等方面综合来看，沿

海全图相较于区域性海图更具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海

图的一些普遍特征。除《郑和航海图》外，我国现存古代航海

图主要包括具有官方海运背景的海运图、针路图及山形水势

图，大多不以沿海绝大部分或全部疆域作为绘制区间，且方位

标注另有特征，因此不作为本文主要讨论对象。

本文出现的“万里海防图”不专指某一幅特定海图，而

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用以呈现明代万里海疆海防形势

的海图，李新贵等将其划分为“初刻系”、“全海系”、“筹海系”、

“章潢系”四类。参见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 1期；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之全

海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李新贵、白鸿叶：《明

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研究》，《文献》2019年第 1期；李新贵：《明

万里海防图之章潢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贾

富强、吴宏岐亦对明代万里海防图谱系源流展开梳理，参见

《浙江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绘制年代新探》，刘中玉主编：

《形象史学》第 1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

292-309页。

清代鼎盛期的海疆远超明代，覆盖北至鄂霍次克海、东

至琉球、南至南海的广袤海域及岛屿，参见邢广程、李大龙主

编：《清代国家统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第1009页。陈伦炯《海国闻见录》附图中的第一幅为《四海总

图》，粗略描绘了这一广袤海疆；次图为《沿海全图》，实则指代

当时七省沿海，是清政府实施常态化巡洋放哨的海疆。因此，

本文所述“沿海全图”是指与陈伦炯《沿海全图》具有相同或相

似特征的海图(详见下文讨论)。
钟铁军：《明清传统沿海舆图初探》，李孝聪主编：《中国

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

第262-286页。

王庸：《中国历史上之土地疆域图》，赵中亚选编：《王庸

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2页。

《萝图荟萃》正、续编分别编撰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
隆六十年，参见汪前进编选：《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

时期)》，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1873-1884页。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文献编号线普 382302，上海图

书馆藏，第41页b—65页a。
参见王耀：《清代〈海国闻见录〉海图图系初探》，《社会

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钟铁军：《明清传统沿海舆图初探》，

李孝聪主编：《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第 262-286页；孙

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

《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 5期；成一农：《明清海防总图研

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海疆文献初编：沿海形势及海

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3辑第25册，“自序”，

第 75页。成一农认为，“在《海国闻见录》乾隆五十八年版的

马俊良、那苏图、纳兰常安和彭启丰所做的序中，更多强调的

是该书对于海防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陈伦炯书中所附地

图无疑具有军事地图的性质，因此可以被认为是海防图”(《明

清海防总图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第143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第635页。

周北堂绘制，邵廷烈校刻：《七省沿海全图》，经折装册

页，彩色套印本，文献编号068.2/2/1843-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邵廷烈校刻，黄彭年批校：《七省沿海全图》，文献编号

B182.08faS19，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万里海防图论》上、卷2《万里

海防图论》下、卷8《海防一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4册，第444-503、621-627页。

按，《海防一览图》为学界通称，该图图题为《万里海防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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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郑若曾撰，邓钟重辑：《筹海重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

南：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 227册，第 10-49页(该图有

缺)；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版第39-44页。

四库提要指出，《海防一览图》即《万里海防图》初稿，参

见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617页。

此处“古今图法”，四库本作“古今画法”；“内夏外夷”，

四库本为“内下外上”。参见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8《图式

辨》，陶风楼石印本，1932年，第又 8页 b—9页 b；《郑开阳杂

著》卷8《图式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第628页。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8，成公十五年，阮元校刻：《十三

经注疏》，第2297页。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8《图式辨》，第又8页b。在郑

若曾之后，南明郑大郁编订的《经国雄略》卷18《海防考二》收

录《备御海防图考》(隆武时期潭阳王介爵观社刊本，第7页b—
14页 a)，其中海防图就采取“海下陆上”的绘法。该图共 7页

14面，图面内容也并非郑若曾海防图系列仿本。

《筹海图编》的海图包括《广东沿海山沙图》《福建沿海

山沙图》《浙江沿海山沙图》《直隶沿海山沙图》《山东沿海山沙

图》《辽阳沿海山沙图》，参见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景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第5-41页。

李新贵考证其为康熙年间摹绘本，底本为明嘉靖年间

章潢《图书编》中的《万里海防图》，参见《明万里海防图之章潢

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李新贵判定其底本为明代《海防一览》，参见《明万里海

防图初刻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雍正《广东通志》卷3《舆图·广东海防图》，雍正九年刻

本，第26页b—42页 a；乾隆《福建通志》卷首《绘图·福建海岛

全图》，乾隆二年刻本，第1页b—11页b。
朱正元：《浙江沿海总图一：自乍浦城至爵溪所》，文献

编号YG915-20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识”。

康熙《江南通志》卷 1《图考》，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
本，第37页b—41页 a；乾隆《江南通志》卷3《舆地志》，乾隆元

年刻本，第 28页 b—32页 a；雍正《广东通志》卷 3《舆图·广东

海防图》，第 26页 b—42页 a；道光《广东通志》卷 124《海防略

二》，道光二年刻本，第29页b—49页 a；雍正《敕修浙江通志》

卷1《图说》，第57页b—63页 a；康熙《浙江通志》卷首《图考》，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第 16页 b—19页 a；乾隆《福建通志》卷首

《绘图·福建海岛全图》，乾隆二年刻本，第1页b—11页b；道光

《重纂福建通志》卷首《绘图》，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 16页

a—21页a。
关于明清海图图目整理，学界已有较多成果，本文不再

赘述，仅选取部分代表性海图。具体参见钟铁军：《明清传统

沿海舆图初探》，李孝聪主编：《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第

262-286页，表 4.1.1、4.1.2；孙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

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 5期，

第86-87页，表2；成一农：《明清海防总图研究》，《社会科学战

线》2020年第2期，第144-146页，表2。
清代盛京(奉天)、直隶、山东虽然也曾多次纂修通志，但

绘有专门海图的仅有雍正《山东通志》与光绪《畿辅通志》两

部：雍正《山东通志》卷首《海疆图》，乾隆元年刻本，第1页 a—
6页 a，“海上陆下”式。光绪《畿辅通志》卷 92《海防略一》，光

绪十年(1884)刻本，第 3页 a—26页 a，“上北下南”式。北方沿

海海图较少的原因在于，清军与南明及郑氏的军事斗争大多

在东南四省，北洋海防得到重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因此，无法像东南四省一样，将奉天、直隶、山东通志中的海图

在时间上进行严格的纵向比较。

“旧态隐存”现象指“几乎所有的地图都参考了此前已

有的地图制作的成果，因而总能在新地图上找到旧有地图的

痕迹”，参见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北京：新星

出版社，2005年，“前言”。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 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4册，第5-41页。

《海不扬波》，纸本彩绘，卷轴装裱，文献编号平图

02086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文献编号线普382302，第43页
a—59页b。

文献编号 G7822.C6A5 1801.H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李孝聪据图上地名注记，推断其为乾隆五十二年前的摹绘之

作，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文物出

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

该图为绢本彩绘，卷轴装裱，文献编号平图 020867，台
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处指光绪七年金保彝摹绘版，文献编号G7822.C6A5
1881.J5，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笔者认为，对古地图装式的重视与美术史研究中倡导“对

实物的回归”类似，关于后者，巫鸿有过精彩论述，参见《美术史

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9-64页。

巫鸿：《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49-153页；姚伯岳：《论清代彩

绘地图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经折装是卷轴装向线装过渡的一类装式，目的是便于

“寻检”，参见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北京：中华

书局，2020年，第52-77页。

金保彝摹绘：《七省沿海全图》，文献编号G7822.C6A5
1881.J5，“尾跋”。

《七省沿海图》，文献编号G7822.C6A5 1820.Q5，美国国

会图书馆藏；《海疆洋界形势全图》，文献编号 G7822.C6A5
1801.H31，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南北沿海全图》(封面题有

“赐锦堂藏，道光壬寅四月”)，文献编号 ra0836，复旦大学图书

馆藏，“卷首识”。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240《航海》，《续修四库全书》，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6册，第319-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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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海国图志》卷3《海国沿革各国》，《魏源全集》，长

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册，第53-54页。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海疆文献初编·沿海形势及海

防》第3辑第25册，“自序”、“彭启丰序”、“天下沿海形势录”，

第69、74-86页。

郑若曾：《筹海图编》，嘉靖四十一年(1562)刊本，“凡

例”；郑若曾撰，邓钟重辑：《筹海重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227册，“凡例”，第7页。

闵声：《兵垣四编》附编《胡宗宪海防图并论》，中国国家

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北京：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2013年，第482册，第309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

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29页。

茅元仪辑：《武备志》卷209《海防》，《续修四库全书》第

965册，第744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

年七月三十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60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乾隆六十年

四月十七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册，第

137页。

《山东海疆图记》，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

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

22册，第125页。据赵成凯研究，该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至

乾隆末，参见《〈山东海疆图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

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年，第21页。

《海疆洋界形势图》卷首，文献编号G7822.C6A5 1801.
H3，“序”。此段卷首总序约成文于乾隆年间，在多个陈伦炯

海图摹绘本中出现，但未出现在《海国闻见录》各版本中，辽宁

大学历史博物馆藏《七省沿海图》图尾注有“奉敕呈进臣董诰

恭绘并书”。据考证，该图约于乾隆五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由

军机大臣董诰绘制，进呈乾隆帝御览，底本亦源自陈伦炯《海

国闻见录》。参见王秋华：《清代乾隆时期〈七省沿海图〉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22《山东布政司》、卷 25《山东布

政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 350、424-425页；陈组

绶：《皇明职方地图》卷上，崇祯九年(1636)原刊本，第44页b。
《大清一统志》卷 57《盛京统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第1册，第757-758页。

苗壮：《清帝东巡书写活动与盛京地区文化地位的确

立》，《满族研究》2019年第 4期；孟繁勇：《盛京地区战略地位

的演变与清朝兴衰》，《辽宁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薛传源：《防海备览》，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凡例”。

周北堂绘制，邵廷烈校刻：《七省沿海全图》，文献编号

068.2/2/1843-2，“跋”；朱逢甲：《沿海形势论》，王锡祺辑：《小方

壶斋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第9帙，第20页
a；华湛恩：《防海形势考》，同康庐主人辑：《中外地舆图说集成》

卷99，光绪二十年石印本，第1页a；齐召南：《水道提纲》，胡正

武校点，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页；华世芳：《沿海

形势论》，同康庐主人辑：《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卷98，第9页a。
高培源：《海运备采》卷1《江南至天津海道图》，嘉庆十

五年写本，文献编号255696-700，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该图

为“海上陆下”式。

施彦士：《海运总图》，《海运刍言》(不分卷)，马鸿雁等主

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第3册，第521-526页。该图为“海下陆上”式。

该图为彩绘本，“海上陆下”式 (文献编号 G7822.C6
1843.J5，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王耀论证了该图的绘制与道光

六年糟粮海运有关，参见《〈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

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

胡振馨：《海运全图》，同治十三年，文献编号 057.71/2/
187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该图为“海上陆下”式。

陶澍：《奏为进陈海运图说事》，道光六年二月初三日，

档号03-3112-0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显示“图留

览”。可惜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只能看到相关文本，未

能找到“图”。此后《陶文毅公全集》、陶澍《海运诗编》、单行本

《海运全图》均收录此图，参见陶澍撰，淮北士民公刊：《陶文毅

公全集》卷 8《奏疏》，道光二十年刻本，第 21页 a—23页 b；陶
澍：《海运诗编》，马鸿雁等主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4册，

第15-20页；陶澍：《海运全图》，道光六年刻本，文献号4703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名据书名页题。

椿寿等纂：《浙江海运全案初编》卷10，马鸿雁等主编：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9册，第225-230页；蒋益沣等纂：《浙

江海运全案重编》卷8，马鸿雁等主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12册，第97-102页。

陈銮纂辑，陶澍、林则徐阅订：《重浚江南水利全书》卷

首《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年，第 7辑第 9册，第 7页。在此还需略作说明，查阅

《清高宗实录》与《乾隆朝上谕档》中乾隆五十一年有关《武陵

白沙堤工图样》事，廷寄对象为时任湖南巡抚浦霖，而非湖广

总督李侍尧，但有关地图方位的记载无误，参见《清高宗实录》

卷 1268，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清实录》第 24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

朝上谕档》，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3册，第579页。

这一读图习惯也影响了士人在绘图时的方位选择，如

道光年间王庆云在改绘《渤海图》时称：“旧图以北为上，今当

仿恭进图式，以南为上而拓于旧。”(《荆花馆日记》，中国社科

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年，第143页)
陶澍初入国史馆时曾著诗一首，首句即为“国家肇启朱

果祥，真人崛起东北方”，表明其确知辽东的尊崇地位。参见

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7《诗集对联》，长沙：岳麓书社，2017
年，第61页。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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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邹世诒、宴启镇绘，李廷箫、汪士铎校：《大清一统舆图》

卷首，同治二年刻本，“严树森跋”。

何绍基题，黄翼升识：《长江图说》卷首，同治十年湖北

崇文书局刻本，“例言”，第 2页，“例言”后注明：“皖江马正麟

素臣氏谨识。”

郑定远：《〈万里海防〉跋》，郑若曾：《郑开阳先生杂著十

种》(不分卷)，文献编号 rb0572，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陈良弼：《海疆总论》，《水师辑要》(不分卷)，《续修四库

全书》第 860册，第 360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

藏有一套内容相似的抄本，具体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清初海疆图说》，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6年。“清初海

疆图说”之名为该书编者所加。

在此后陈伦炯《海国闻见录》附图诸多摹绘本中，对于

《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的排序，除了《台湾

后山图》固定排列在《台湾图》之后外，《澎湖图》《琼州图》顺序

并不固定。如前文提及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金保彝摹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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